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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了针对环境与能源危机，对工业文明时代的哲学、文化、经济与制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生态主义潮流。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中，随着能源环境危机的加剧，生态主义思潮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生态主义已经成为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思想潮流和环保运动。生态主义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以来，原来主要流行于欧美的生态主义思潮，不仅在中国骤然升温，而且还表现出欧美所没有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生态文明在中国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流思想和核心理念
生态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虽然很大，但始终未能成为进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的主流。在欧美生态主义思潮中，对国家发展影响与作用最大的是德国绿党。德国绿党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并开始绿色运动。在1983年的大选中，德国绿党成为欧美国家第一个在国家级选举中进入国家议会的绿党。在2002年的大选中，绿党以8.6%得票获得55席，成为仅次于德国社民党和基民盟的第三大党。2005年9月，因解散议会而提前举行的新一届联邦选举中，绿党席次减少，变成议会中第五大党。总之，虽然德国绿党成功地进入了国家议会，但始终未能成为决定国家发展战略的第一执政大党，所以他们的生态主义主张只是渗透在国家的决策中，未能成为主导国家发展的方向战略和理念。
而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则不同。虽然生态文明思潮在中国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而且富有创新性。所谓起点高，就是生态文明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在很短的时间内，生态文明就已经上升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国策的战略和核心理念，这在欧美国家是没有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而且在世界环境保护中，中国也以应有的大国责任和敢于担当的精神，积极参与推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无论是在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中，还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上，中国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与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准备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一事相比，可谓对照鲜明。
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率先高举生态文明旗帜的国家，使在欧美国家流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生态主义第一次被纳入到国家战略和核心理念中，这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生态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积极快速发展，得到了世界生态理论专家的高度重视与赞赏。2013年4月，在美国洛杉矶克莱蒙大学城和耶鲁大学联合举办的第7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世界著名生态文明研究专家、后现代哲学家小约翰•柯布博士就明确提出，“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中国”。

世界生态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一种基于东方智慧的新生态哲学、新生态文化启蒙运动正在悄然兴起
从哲学与文化高度，对工业文明时代天人对立的自然观、线性思维的机械观的反思与批评，是世界生态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针对现代西方哲学过度强调分解高于整体、个体高于社会、分析高于总和、价值中立要高于人类价值尺度的哲学观等观点，在西方兴起了从系统有机、天人合一、自然伦理价值等角度认识世界的后现代哲学和过程哲学。但由于后现代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评，面对的是一个经过几百年形成的，且在工业文明时代曾取得过巨大成功的哲学思维，所以后现代哲学在西方的发展举步维艰，被社会认可与接受十分艰难。
但是生态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却是另有一番景象。西方哲学家需要跋山涉水、踏破铁鞋寻找的后现代哲学，恰恰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中自然而然存在的东西。在西方需要有很高智慧的哲学家才能发现与掌握的哲学，在中国却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在生活、生产中的习惯思维，是一种须臾不离的生活文化。正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传承与复兴中国优秀文化战略与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表面上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件事，却发生了相互融合的化学反应。
在中华五千年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系统辩证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集体与个体和合的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天下太平的人类观，恰恰是化解当代人类环境危机、文明危机最需要的解药。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美国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费力普•克莱顿博士在第七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指出，“医学科学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但是只有古老中国文化传统——孔子、老子、墨子可以帮助人们明白生命的品质”，“如果中国单纯地效仿西方的发展道路，结果势必是毁灭性的。如果追求只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那么对中国乃至整个地球的生态将是毁灭性的打击。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从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如果有可能，那只能是中国”。
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2016年的中国有一种新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在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契合与汇合中，一种基于东方智慧的新生态哲学、新生态文化启蒙运动正在悄然兴起。一方面是遍布全国、自下而上的各类国学班、传统文化学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经过大量调查后我们发现，无论什么类型的国学班和传统文化学习班，凡是来参加学习的学员都是天然的保护主义者。而且更多人还是知行合一的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的践行者。另一方面，在国内召开的各种类型的生态文明论坛和培训中，都一定会有传统文化的内容。
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从2001年开始，就把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到目前已经举办了七届，2016第七届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每届会议都围绕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展开研讨，在生态文明研究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2016第四届梵净山生态文明与佛教文化论坛在贵州举行，以“心灵环保•世界和谐”为主题。作为国内著名的贵州国际生态文明论坛，其中的主题论坛“梵净山生态文明与佛教文化论坛”是每届国际生态文明论坛最大的亮点之一。随着论坛知名度、美誉度、认同度、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规模不断扩大、规格不断提高，为国内外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索生态文明与宗教文化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如果说五百年前，起始于地中海的文艺复兴成为近代工业文明在西方兴起的启蒙运动，那么五百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出现的基于东方智慧的新生态哲学和新生态文化，将是开启生态文明的又一次新启蒙运动。

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环保意识觉醒，追求绿色生活方式
最近几年，随着城市大面积雾霾天气出现，食物、水质不安全问题的加重，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类疾病的增加，使人们开始反思现代生活的弊端。在问题的倒逼下，一些城市中产阶层的环保意识不断觉醒，再加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绿色生活方式的倡导和推行，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出现了一批关注生态与环保、尝试绿色生活方式的践行者。这种绿色生活方式的新潮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倡导有机消费、健康消费的慢生活。现代化学农业、工业化式大规模养殖、种植农牧业，是造成食物中毒的深层次原因。要得到无毒有机食物的唯一途径，必须从改变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开始。进入21世纪以来，一种叫做融有机消费与有机种植为一体的社区支持农业（CSA）在欧美、日本、台湾等地迅速发展起来。最近几年，这种新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也开始被中国少数中产阶层所接受。有机消费慢生活、自足生产的社区农业成为中国一线大城市的一种新消费形式。为适应这种绿色消费新潮流，各种与有机有关的社会组织、论坛会议在2016年纷纷涌现。
2015年末，第六届国际社区支持农业大会/第七届中国社会农业大会在北京顺义召开，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生态农业实践先锋、学者与国内2000多人参加了会议。2016年8月11日，由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中心、贵州省政府、黔东南州政府等多家机构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黔东南)有机大会暨国际有机峰会在贵州黔东南召开。由国内众多国家级涉农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生态农业大会暨世界新农人大会，于11月3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该大会将于2017年4月23日至4月30日在北京、成都、新疆五家渠分别举行。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之所以在2016年的中国快速升温，是因为众多机构和企业看到了一个潜在的新市场，这就是以城市中产阶层为主的、追求有机消费的新群体的兴起。
二是主张节俭、低能耗的绿色消费。今天的中国处在大转型的背景之下，对于刚刚富起来的中国人而言，有两种消费同时存在。一种是满足欲望与面子的奢侈性消费。这一群体的消费，使中国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但同时，另外一种回归绿色、崇尚节俭的消费方式也在兴起。他们基于环保的自觉，开始主动改变高能耗、高消费的生活方式。
三是本着“知行合一”的理念，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到环境保护的运动中。目前，我国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6816家（2012年统计数据），而且仍在以每年30%的速度增加。在各类环保组织中，作为中坚力量的，是从中产阶层游离出来一批环保人士。

乡村生态主义在中国兴起，成为生态主义在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五千年的乡村文明，在今天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在当代中国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背景下，如何认识中国乡村，成为认识时代的分水岭。如果从工业文明的逻辑看，乡村不能够承载工业化经济，最终会被城市所替代、走向终结。但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乡村恰恰不仅拥有城市所没有的依托自然资本发展乡村绿色经济的优势，同时，乡村也是生态主义者所寻找的天人合一生态哲学、利他共生生态文化的生发之地。乡村特有的低能耗、低消费、低成本的有机、健康、互助的乡村生活，恰恰是生态文明时代所倡导的绿色生活方式。
乡村遇工业文明而衰，逢生态文明而兴，这是当代中国乡村的命运。无论是从生态文明时代看，还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看，中国五千年的乡村文明复兴是时代与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是有根的中国梦，这个根就是携带着中华文明基因的乡村。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能没有乡村文明的复兴。同时，中国梦也不可能是追赶已经走向衰微的西方工业文明梦，必须是另辟蹊径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中国梦。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下，以复兴乡村文明为使命，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乡建运动就成为当代中国乡村生态主义的主要内容。中国乡村生态主义，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定县翟城村实验”。2003年，被称为“温三农”的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带领他的学生在河北翟城村，开始了乡村建设实验。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其实就是乡土情怀加生态主义情怀的实验。温铁军教授所带领的乡建团队虽然历经坎坷，但由于他们做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事，所以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已经成为国内外乡村建设影响最大的力量之一。
最近几年，随着城市污染病的加剧、城市中产阶层对有机食品和绿色生活的需求、乡村互联网经济发展，在多种综合力量的作用下，出现了一部分城市的知识分子、各类民间组织、新乡贤下乡的新趋势。在乡村生态主义思潮的作用下，城市与乡村双向流动的新城镇化正在出现。特别进入到2016年以来，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小众关注的乡村，一下成为诸多主流媒体、地方政府、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家关注的对象。
20世纪80年代，西方生态主义思潮的兴起，发生在西方城市化完成之后。而当代中国兴起的生态主义思潮，是在中国乡村仍占据主导的背景下出现的，当代中国出现的乡村生态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独特现象。目前，中国乡村生态主义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理论上，把乡村置入生态文明时代视野下，把乡村置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坐标中，重新解读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在新时代的价值。在2016年8月举办的首届中国有机农业大会上，笔者提出生态文明时代的“新三农”概念：即有机农业、智慧农民、文明乡村“新三农”发展新目标。
其二，乡村传统文化活化与现代生态主义潮流相结合，乡村自然教育、智慧启迪教育、传统文化活化教育、乡村耕读教育、乡村书院、乡村博物馆等多元化乡村教育正在出现，这种教育有可能成为乡村迈向生态文明时代新乡村的启蒙运行。
其三，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绿色发展理念的作用下，乡村自然资本、乡村绿色财富、乡村文化资本价值的发现，使乡村绿色发展成为乡村生态主义的新内涵。
其四，乡村特有的绿色、低碳、互助等生活方式，对城市中产阶层产生了新的吸引力，从而使新下乡运动成为潮流，这将会成为推动中国乡村生态主义潮流发展和乡村文明复兴的新动力，值得我们关注与期待。

